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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足多视角营销战略研究框架, 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使用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对比研究, 检验外部冲击发生前后环境、 组织、 管理三个维度的六个条件

对企业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组态效应, 以及不同组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外部冲击发生

前, 三种组态可引发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壮志凌云” 憧憬式转变、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 “云程发

轫” 坚定式转变; 外部冲击发生后, 三种组态可引发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孤注一掷” 探索式转变、 “内

外交困” 突围式转变和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 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 引发高程度营销战略风格转

变的不同组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外部冲击发生前后存在明显差异。 外部冲击发生前, “居安思危” 审慎

式转变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壮志凌云” 憧憬式转变和 “云程发轫” 坚定式转变均不影响企业绩效。 而外

部冲击发生后, “孤注一掷” 探索式转变、 “内外交困” 突围式转变和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三种组态

均不能提升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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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外部冲击发生时更加激进的营销战略是企业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手段。 然而,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作

为企业战略转型的一种途径,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结论。 有学者认为营销战略风格转

变可以通过改善企业未来现金流提升公司价值[1-2] , 有学者认为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会给企业现金流造成压

力[3] , 侵占企业在产品研发、 内部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投入, 进而带来表现不佳的企业业绩[4-5] 。 面对外部

冲击, 一些企业希望通过转变营销战略风格实现突围, 结果并未达到预期。 外部冲击发生前后, 上市公

司的不同反应为探析导致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因素及其实施效果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实验环境, 本文将对

其进行深入的分析。
引起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综合性的, 其转变导致的结果也会因不同情境存在差异,

既有研究多从传统计量视角分析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净效应[6] , 而忽视了多种相关因素的联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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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 本文从环境、 组织、 管理三个维度的多个条件整合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研究框架, 并围绕两个

研究问题进行探索[7] : 第一, 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不同企业转变营销战略风格的组态条件

分别有哪些? 第二, 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不同组态引发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所导致的企业

绩效如何? 本文细致区分由不同原因导致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及其对企业绩效可能带来的差异化影响,
并对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前因组态及其绩效进行对比研究。 针对问题

一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 方法[8] , 研究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条件组态; 针对问题二本文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 方法[9] , 评估营销战略风格不同的转变路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一) 文献回顾

1. 外部冲击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营销强度主要用于衡量营销战略风格[10] , 本文将与前期相比企业实施了更加积极的营销战略风格定

义为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外部冲击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严重影响。 尽管如此, 仍然缺乏中国情境下应对外

部冲击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研究。 一些公司在外部冲击发生后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11] , 虽然少数公

司会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中获益, 但多数公司在此阶段无所适从[12] 。 外部冲击作为不可控的环境因素,
使企业面对的政府政策、 行业竞争环境与资源可能与正常时期存在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如果感知

到与外部冲击发生前不同的内外部环境, 就会作出与外部冲击发生前不同的营销反应[13] 。
2. 环境复杂性和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环境复杂性指企业面临的竞争状况和差异状况。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 企业既能从外部环境获取必要

资源, 又能反向依靠外部环境进行改变[14] , 当外部环境变化时企业需要作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决策。
认知理论认为, 不同管理者对企业外部环境的不同感知方式决定了管理者不同的决策方式[15] 。 企业间关

系复杂程度会随着环境复杂性一起提高, 管理者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合理决策的权限会相应放宽, 进而推

进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16] 。
3. 组织条件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1) 企业规模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大型有经济实力的公司可能会故意借助外部冲击, 利用营销战略风格转变驱逐较弱对手[17] 。 已有学

者研究发现, 大企业资金实力雄厚, 拥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在行业内占据着有利的位置, 具有 “领头

羊” 的优势, 可能更不倾向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18] 。 相反, 小企业由于内外部资源有限, 仅仅依靠当前

循规蹈矩的营销战略风格难以解决企业发展问题。 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 企业规模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着企业实力, 规模大的企业更有勇气和信心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19] 。
“船大压风浪”, 但 “船小好调头”。 就营销战略风格转变而言, 究竟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更倾向于转

变营销战略风格? 学术界对此并无定论。 一类观点认为, 规模大的企业专业分工更加明晰, 产品平均成

本低。 特别是外部冲击发生后转变营销战略风格更需要底气和勇气, 规模小、 基础弱的企业通过营销战略

风格转变带来好的绩效改变相对无望, 而一些具有较好基础、 锐意进取的企业在稳扎稳打地前进。 另一类观

点认为随着企业规模扩大, 管理层次增多, 需引入更多的激励与监督机制, 结果不仅增加了管理费用, 而且

导致企业决策变得更迟缓, 实施营销战略转变更加困难。 由此可见, 从传统视角解释企业规模对营销战略风

格转变的影响具有局限性, 本文从组态视角探究企业规模究竟如何对营销战略风格发挥作用。
(2) 企业前期绩效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很多学者针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探讨, 但研究结论尚未统一。 根据组织适应理论, 表现不佳的

前期绩效会促使企业管理层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以改变现状[20] , 管理层会据此作出决策; 当企业绩效

表现良好时, 管理层一般不会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21] , 更倾向于维持以往的决策习惯。 但也有研究认

为, 前期绩效表现良好会为企业准备足够多的物资储备[22] , 更易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还有一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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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企业前期绩效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无明确关系[23] , 或二者关系呈曲线发展[24] 。
基于组织适应理论, “穷则思变” 的观点认为, 企业在前期绩效不佳的情况下更想通过变通的方法来

改善处境, 但企业前期绩效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营销战略风格转变鲜有研究深入探讨。 另一种观点认为,
良好的企业前期绩效能够为企业转变营销战略风格提供物质基础。 相较于绩效不佳的企业, 绩优企业更

易转变营销战略风格, 这类观点被称为 “居安思危”。 “穷则思变” 还是 “居安思危” 是营销战略风格转

变研究中始终存在争议的话题, 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究这一问题, 不再将 “穷则思变” 和 “居安思危”
视为对立面, 而是探究二者分别存在的情境组合。

(3) 冗余资源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冗余资源是指企业中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 例如, 未被高效统筹的人力资源、 未被充分利用的现金

储备, 这些资源均可被利用。 冗余资源使一个组织既能以最小创伤适应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 又能尝试

与该环境有关的新挑战。 一些研究认为, 冗余资源越多, 资源约束越小, 内部人员获取私人收益的机会

越大[25] , 此时不利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一些研究认为, 冗余资源可用于营销活动, 这样能够使企业有

更多精力和资源从事风险更高的活动[26] , 从而能够尝试新的或不寻常的商业战略, 并有效地适应环境的

变化[27] , 此时充足的冗余资源有助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综上, 关于冗余资源对企业营销战略风格的影响, 学术界存在争议。 一方面, 组织理论认为资源冗

余具有积极的作用。 当企业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 它能够起到缓冲作用, 为企业战略的制定提供灵活性。
外部冲击促使企业思考如何增加自己的冗余资源, 因为储备充足的冗余资源能够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
另一方面, 代理理论认为资源冗余对企业具有消极作用。 根据代理理论, 组织是由委托人和代理人通过

契约所构成的综合体, 而冗余资源的存在仅对作为管理者的代理人有利, 对整个企业而言, 冗余意味着

资源的浪费、 低效。 冗余资源作为企业外部冲击发生后的战略储备, 对企业营销战略风格的转变是否必

要、 如何发挥作用, 以及与哪些要素组合作用更大? 本文将从组态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并作外部冲

击发生前后的对比研究。
(4)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 企业要加强治理来调控资源。 比如, 不恰当的管理手段意味着现有资源未起到

有效作用[28] 。 这些资源的价值无法充分实现时, 企业就无法获得竞争优势[29] 。 一类观点认为, 营销战略

风格转变与公司治理结构有关。 企业管理层和大股东之间存在代理关系[30-31] ,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越低,
管理者在内部运营与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决策就越激进, 越倾向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32] 。 另一类观点认为,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代表着管理层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权与执行权, 较高的实际控制人控制权, 才能使管理

层有足够资格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33] 。
实际控制人在企业中拥有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力, 营销战略风格的转变需要资源和支持, 因此实际

控制人的参与和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到底是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越低, 管理者在内部运营与市场营销等

方面的决策越激进” 还是 “实际控制人高控制权可以决定资源的分配和投入以支持营销风格的转变”? 这

一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4. 企业家市场信心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市场信心之所以备受重视, 原因在于市场信心是市场活动的动力, 没有信心, 就很难产生市场活动。
不仅如此, 市场信心所承载的情感因素还具有较强感染性和自我强化机制[34] 。 企业家市场信心对营销反

应的类型和程度都有很大影响。 具有较低市场信心的企业家可能会将外部冲击视为威胁, 认为自己对形势和

结果缺乏控制力, 并通过节约资源来应对外部冲击, 不易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35-36] 。 具有较高市场信心的

企业可能会将外部冲击视为机会[37] , 相信自身可以控制形势和结果, 更易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随着管理者认知在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中日益重要, 有必要挖掘管理者认知维度下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关

键要素。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需要决策者认知的转变。 管理者作为企业发展的 “舵手”, 对企业适应复杂环境、
构建持续竞争优势具有关键性作用。 认知领域关注决策单元的认知如何与前置变量相互作用最终影响后置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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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纵览现有研究可发现,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和认知研究长期在并行轨道上发展, 意味着两个领域的研究缺

乏统一的框架, 不利于相关理论的发展。 企业家市场信心是指企业家对企业外部市场环境与宏观政策的认

识、 看法、 判断。 目前而言, 企业家市场信心指数只涉及宏观层面, 无法体现各上市公司之间的差异, 而基

于情感分析的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挖掘法, 能够从微观层面估算各上市公司的企业家市场信心指数。
5.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与企业绩效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即更积极的营销战略风格, 具体表现为, 相比于前一年营销强度更大。 营销强度

一般用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的和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10] 。 多数学者认为,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通过改善企

业未来现金流来提升企业价值[1] 。 然而, 上述结论基于企业营销战略风格转变有效这一假设, 即市场定

位和市场营销策略合适。 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某环节出现问题[38] ,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就很难产生良好效果。
有学者认为,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可以作为一种投资, 帮助企业实现品牌价值变现, 并带来良好绩效表

现[39] 。 有些学者则认为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会给企业的现金流造成压力[3] , 侵占企业在产品研发、 内部运

营管理等方面的投入, 从而带来不佳的绩效表现[4-5] 。
(二) 研究框架

不同环境下企业的适应能力不同, 且环境会对企业绩效产生重要影响[40] 。 有学者研究发现, 组织会

通过管理主动操纵环境或创造新环境。 比如, 通过技术发展和战略调整带来市场份额的变化[41] 。 因此,
不同企业的机会感知能力存在差异。 一个组织如何看待环境的变化, 对组织反应的程度有很大影响[35-36] 。
将不利环境视为机会的企业更易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将不利环境视为威胁的企业不易实施营销战略

风格转变[42] 。 因此, 对于不利环境, 积极主动的企业会采取必要的管理手段来利用它[43] 。 在此逻辑上,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也可以被看作是动态能力的一种外在表现[44] , 即企业利用内部资源和能力以及外部环

境变化来应对市场的变化。 外部冲击发生后,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可以被看作达伊 (Day, 1994) [45] 研究框

架中的一种由外而内的跨边界行为[45] 。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感受到外部冲击带来的环境变化, 并通过营

销战略风格转变来利用这些变化谋求发展。
本文尝试运用组态方法探索环境条件、 组织条件、 管理条件对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联合效应。 以上

条件涵盖环境、 企业类型、 企业资源、 治理结构、 管理者认知五个方面, 囊括的具体影响因素有很多,
考虑到定性比较分析的 “有限多样性” (即观测到的数据远小于条件组合所描绘的潜在属性范围), 本文

确定了六个变量: 环境复杂性 (环境)、 企业规模 (企业类型)、 冗余资源 (企业资源)、 前期绩效 (企

业资源)、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 (治理结构) 和企业家市场信心 (管理者认知)。 本文考察上述 6 个变量对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组态效应。 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企业
绩效

环境

组织

环境复杂性

企业类型

企业资源

治理结构

外部冲击

管理

企业家市场信心

组态 匹配
营销
战略
风格
转变

图 1　 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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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一) 定性比较分析

拉金 (Ragin, 1987) [46] 在 1987 年正式开发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随后该方法被政治学、 社会学、 管

理学研究陆续应用。 本文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 因为该方法能够揭示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因果复杂性。
定性比较分析可以按照数据类型分为三大类: 处理二分数据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处理多值数据的多

值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处理连续数据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可以兼顾二分数据和连

续数据, 因此将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作为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前因组态的研究方法。
(二)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为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 首先, 受外部冲击影响严重程度过大或过小均不利于激发企业

家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制造业既不是受外部冲击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也不是受外部冲击影响最小的

行业。 其次, 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变化推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高度融合发展, 制造业格局在加速调整,
制造业企业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相对迫切。 此外, 中国制造业发展任重而道远, 因而研究制造业企业

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本文中, 外部冲击具体指新冠病毒感染, 以 2018—
2019 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外部冲击发生前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样本, 以 2020—2021 年中国制造

业上市公司作为外部冲击发生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样本 (新冠病毒感染发生前后实施营销战略风格

转变的样本并非一一对应关系) 。 剔除 ST、∗ ST、 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样本后, 本文最终获得外部冲击

发生前的 279 家制造业样本和外部冲击发生后的 242 家制造业样本。 需要注意的是, 在本文的研究中,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是指, 与自身相比企业实施了更加积极的营销战略风格。 本文仅聚焦于企业实施了

更加积极的营销战略风格, 未聚焦于企业实施了更加保守的营销战略风格。 其中, 企业实施了更加积

极的营销战略风格 (营销强度较之前更加积极) 的对照样本为实施稳定营销战略风格 (营销强度基本

稳定且未缩减) 的企业样本。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数

据库、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 ( CCER) 数据库和万得 ( Wind) 数据库, 并根据巨潮资讯网等网站检查数

据的准确性。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 对本文所有样本所处的细

分行业进行分类, 共包括 29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 主要集中于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4. 60%)、 医药制造业 (13. 87%)、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 4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9. 73%)。
(三) 测量与校准

1.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测量

(1) 结果变量的测量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MC)。 参照以往研究[47] , 本文利用企业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与总资产的比

值来衡量企业营销强度。 有无外部冲击的情况下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程度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分别计算

上市公司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的营销强度、 2020 年和 2021 年的营销强度; 然后用 2019 年的营销强度减去

2018 年的营销强度, 即外部冲击发生前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程度; 用 2021 年的营销强度减去 2020 年的

营销强度, 即外部冲击发生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程度。
(2) 条件变量的测量

环境复杂性 (EC)。 环境复杂性主要指所处环境的竞争程度、 差异程度和垄断程度。 本文使用 2019
年、 2021 年细分行业内竞争者数量的自然对数、 企业市场份额、 行业勒纳指数三者的均值来衡量外部冲

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的环境复杂性。
企业规模 (ES)。 本文使用 2019 年和 2021 年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

击发生后的企业规模。
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 (AC)。 参照已有研究[49-50] 的计算方法, 本文使用 2019 年、 2021 年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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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来衡量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的实际控制人控制权。
冗余资源 (RR)。 参照已有研究[51] , 本文使用 2019 年股权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管理费用分别占

销售收入的比例的均值来衡量外部冲击发生前的冗余资源, 使用 2021 年股权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管

理费用分别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的均值来衡量外部冲击发生后的冗余资源。
企业家市场信心 (EE)。 本文以年报文本挖掘后的情感倾向来衡量企业家市场信心。 从年报中提取出

的 (正面词汇数量-负面词汇数量) / 词汇总量的数值越大, 情感倾向越偏向正面积极, 企业家市场信心

越高。 本文使用 2019 年、 2021 年的年报情感倾向来衡量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的企业家市场

信心。
企业前期绩效 (EP)。 本文使用 2018、 2020 年资产收益率 (ROE) 来衡量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

击发生后的企业前期绩效。
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判定见表 1。

表 1　 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定义及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划分 判断说明 方式

结果变量 营销战略

风格转变

未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营销强度差值为正且小 (高程度转变) 校准

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营销强度差值为正且大 (低程度转变) 校准

条件变量 环境复杂性 低环境复杂性 (ec) 细分行业内竞争者数量自然对数、 企业市场份额、 行业勒纳指数三者

的均值低

校准

高环境复杂性 (EC) 细分行业内竞争者数量自然对数、 企业市场份额、 行业勒纳指数三者

的均值高

校准

企业规模 小企业规模 (es) 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小 校准

大企业规模 (ES) 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大 校准

实际控制人

的控制权

低控制权 (ac) 实际控制人控股所占比例低 校准

高控制权 (AC) 实际控制人控股所占比例高 校准

冗余资源 低冗余资源 ( rr) 股权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管理费用分别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的均值低 校准

高冗余资源 (RR) 股权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管理费用分别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的均值高 校准

企业家

市场信心

低企业家市场信心 (ee) 年报文本挖掘后的情感倾向偏向消极 校准

高企业家市场信心 (EE) 年报文本挖掘后的情感倾向偏向积极 校准

企业前期绩效 低前期绩效 (ep) 上一年 ROE 低 校准

高前期绩效 (EP) 上一年 ROE 高 校准

2. 结果变量与条件变量的校准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关注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间的因果复杂性, 因而把原始数据转换为集合隶属分数

成为定性比较分析中的重要一环。 校准是指为研究案例和条件变量赋予集合隶属分数[52] , 没有经过校准

的数据缺乏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进行校准[53] , 即确定初始数据在完全隶属、 交叉点和完全不

隶属这三个点的分布, 三个点对应的数值分别为 1、 0. 5 和 0[54] 。 并遵循主流定性比较分析校准思路, 将

95%、 50%和 5%这三个数值确定为以上定性锚点的具体位置[55] 。
(四) 分析过程和评估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需要同时分析必要性和充分性, 必要性分析在前, 充分性分析在后[52] , 并且对单个条

件进行必要性分析, 对条件组态进行充分性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六个条件变量对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的必要性, 将 0. 9 作为一致性门槛, 判断必要性。 其次进行充分性分析。 由于定性比较分析中两个连续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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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间存在较大差值, 本文参考一致性或一致性比例减少 (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 PRI) 的自

然间断, 使用截断值代替门槛值, 外部冲击发生前的自然间断点为 0. 853
 

2, 外部冲击发生后的自然间断

点为 0. 857
 

8。 同时, 有无外部冲击均将频数阈值设定为 1, 并进行稳健性检验[7] 。 利用定性比较分析软

件会产生复杂解、 中间解和简约解, 一般认为中间解优于复杂解和简约解, 因为它只纳入符合理论方向

预期的逻辑余项, 复杂度适中。 因而本文在结果中主要呈现中间解, 同时辅之以简约解。 由于各条件变

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从理论或常识上均有可能存在不一致的观点, 本文未在 fsQCA 中进行明确的反

事实分析。 如果一个条件同时存在于中间解和简约解中, 那么这个条件就是核心条件; 如果一个条件仅

存在于中间解中, 那么这个条件就是辅助条件。 本文主要通过一致性指标与覆盖度指标来评估以上解。

四、 前因组态的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必要条件分析是真值表分析前的重要一环。 表 2 为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六个条件变量对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 各条件一致性均低于 0. 9 的标准, 这意味着不管是外部

冲击发生前还是外部冲击发生后均没有产生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必要条件, 因而验证不同组态对营销战

略风格转变的影响具有必要性。

表 2　 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必要性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外部冲击发生前

高程度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外部冲击发生后

高程度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EC 0. 623
 

9 0. 593
 

7 0. 650
 

9 0. 617
 

4

ec 0. 737
 

4 0. 585
 

9 0. 723
 

1 0. 584
 

9

EP 0. 734
 

2 0. 611
 

9 0. 706
 

3 0. 585
 

7

ep 0. 680
 

1 0. 612
 

9 0. 682
 

9 0. 629
 

6

ES 0. 6291 0. 572
 

2 0. 608
 

9 0. 555
 

4

es 0. 714
 

4 0. 590
 

4 0. 758
 

8 0. 635
 

4

RR 0. 625
 

3 0. 608
 

4 0. 614
 

3 0. 586
 

3

rr 0. 706
 

6 0. 551
 

3 0. 706
 

0 0. 568
 

0

AC 0. 659
 

5 0. 588
 

2 0. 638
 

6 0. 574
 

9

ac 0. 686
 

4 0. 577
 

6 0. 714
 

6 0. 605
 

7

EE 0. 698
 

9 0. 601
 

3 0. 654
 

0 0. 566
 

2

ee 0. 673
 

8 0. 587
 

4 0. 670
 

2 0. 590
 

2

(二)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表 3 为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组态结果。 可以看出, 外部冲击发生前

实施高程度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三种组态的一致性值分别为 0. 881
 

2、 0. 856
 

5 和 0. 854
 

0, 均高于一致性

标准 0. 80。 外部冲击发生前的三种组态中, 组态三 ( S3) 经验相关性最强。 总体来看, 三种组态总体一

致性为 0. 823
 

8, 高于 0. 80, 总体覆盖度约为 0. 351
 

2。 外部冲击发生后实施高程度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

三种组态的一致性值分别为 0. 836
 

4、 0. 852
 

1 和 0. 838
 

5, 高于一致性标准 0. 80。 外部冲击发生后的三种

组态中, 组态一 (T1) 经验相关性最强。 总体来看, 外部冲击发生后三种组态总体一致性为 0. 811
 

9, 高

于 0. 80, 总体覆盖度约为 0. 47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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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实施高程度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组态

条件变量
外部冲击发生前解 外部冲击发生后解

S1 S2 S3 T1 T2 T3

环境复杂性 (EC) ⊗ ⊗ ⊗ ● ● ⊗

企业前期绩效 (EP) ● • ⊗

企业规模 (ES) ● ● ● ⊗ ⊗ ⊗

冗余资源 (RR) ● ● ● ⊗ ⊗ ⊗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 (AC) • • ⊗ ●

企业家市场信心 (EE) ● ● ●

一致性 0. 881
 

2 0. 856
 

5 0. 854
 

0 0. 836
 

4 0. 852
 

1 0. 838
 

5

原始覆盖度 0. 291
 

1 0. 305
 

5 0. 321
 

0 0. 385
 

1 0. 373
 

6 0. 302
 

7

唯一覆盖度 0. 007
 

9 0. 022
 

3 0. 037
 

8 0. 024
 

6 0. 018
 

7 0. 057
 

6

总体解的一致性 0. 823
 

8 0. 811
 

9

总体解的覆盖度 0. 351
 

2 0. 475
 

2

　 　 注: ●和•代表条件存在, ⊗代表条件不存在, 空格代表条件可出现也可不出现。 ●代表同时存在于中间解和简单解中的核心条件,
•代表仅存在于中间解中的辅助条件。

外部冲击发生前, S1 (ec×ES×RR×AC×EE) 表示环境复杂性低、 企业规模大、 冗余资源充足、 实际

控制人控制权高且企业家市场信心高, 此时将导致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这一组态反映了决策者在竞争小、
体量大、 资源多、 权力足、 信心高的情况下实施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本文将其命名为 “壮志凌云” 憧

憬式转变。 在 “壮志凌云” 憧憬式转变中, 大企业规模、 充足的冗余资源、 高企业家市场信心为核心条

件, 是基于较充足的资源储备和预期乐观的市场信心, 辅之一定的实际控制人控制权而引发的展望式营

销战略风格转变。 S2 (ec×EP×ES×RR×AC) 表示环境复杂性低、 企业规模大、 冗余资源充足、 实际控制

人控制权高、 企业前期绩效高, 此时将构成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充分条件组态。 这一组态反映了决策者

在竞争小、 体量大、 资源多、 权力足、 绩效稳的情况下实施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本文将其命名为 “居

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 在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中, 大企业规模、 充足的冗余资源和高企业前期绩效

为核心条件, 是基于足够的资源储备和稳定优异的业绩表现而引发的前瞻性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S3 ( ec×
EP×ES×RR×EF) 表示环境复杂性低、 企业规模大、 冗余资源充足、 企业家市场信心高、 企业前期绩效

高, 此时将构成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充分条件组态。 这一组态反映了决策者在竞争小、 规模大、 资源多、
信心高、 绩效稳的情况下实施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本文将其命名为 “云程发轫” 坚定式转变。 在 “云

程发轫” 坚定式转变中, 大企业规模、 充足的冗余资源、 高企业家市场信心为核心条件, 是基于较充足

的资源储备和预期乐观的市场信心, 辅之相对稳定的前期绩效而引发的优化式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外部冲击发生后, T1 (EC×ep×es×rr) 表示环境复杂性高、 企业规模低、 冗余资源匮乏、 企业前期绩

效低, 此时便构成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充分条件组态。 这一组态反映的是决策者在竞争大、 体量小、 资

源少、 绩效差的情况下实施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本文将其命名为 “孤注一掷” 探索式转变。 在 “孤注

一掷” 探索式转变中, 高环境复杂性为核心条件, 是基于外部竞争激烈、 内部资源匮乏、 前期绩效不佳

这种内忧外患情境下引发的冲击式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T2 (EC×es×rr×ac) 表示环境复杂性高、 企业规模

小、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不足、 冗余资源低, 此时便构成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充分条件组态。 这一组态反

映的是决策者在竞争大、 体量小、 资源少、 控制权不足的情况下实施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本文将这一

组态命名为 “内外交困” 突围式转变。 在 “内外交困” 突围式转变中, 高环境复杂性为核心条件, 是基

于不利的外部环境和相对分散的权力结构而引发的尝试型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T3 ( ec×es×rr×AC×EE)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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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环境复杂性低、 企业规模小、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高、 冗余资源匮乏、 企业家市场信心高, 此时便构成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充分条件组态。 这一组态反映的是决策者在竞争小、 体量小、 权力足、 资源少、 信

心高的情况之下实施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本文将其命名为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 在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中, 高实际控制人控制权和高企业家市场信心为核心条件, 是基于相对集中的权力结构和乐

观的市场预期而引发的聚合式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三) 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不同类型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对比

1. 相同点

通过观察外部冲击发生前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所有组态, 可以发现条件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一是

企业规模和冗余资源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 从外部冲击发生前后的所有组态中均可发现, 两者总是同时

出现或同时缺席 (外部冲击发生前 S1、 S2、 S3 两者同时缺席, 外部冲击发生后 S1、 S2、 S3 两者同时缺

席)。 同时, 每种组态中企业规模和冗余资源都需要与其他条件共同作用才能导致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这

说明, 企业规模大与冗余资源充足组合、 企业规模小与冗余资源不足组合, 可能是推动实施营销战略风

格转变的两种重要力量。 二是实际控制人控制权和前期绩效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从外部冲击发生前的 S1、
S3 和外部冲击发生后的三种组态均可看出, 两者总是只有一方出现或缺席 (外部冲击发生前 S1、 S3、 外

部冲击发生后 T3 中两者只有一方出现, 外部冲击发生后 T1、 T2 两者只有一方缺席)。 虽然企业规模和冗

余资源能形成合力, 但仍然不足以导致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外部冲击发生前, 这种合力仅在较高的实际

控制人控制权或获得良好的前期绩效的情况下才能导致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表现良好的前期绩效为营销

战略风格转变降低风险, 较高的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为营销战略风格转变提供权力支持。 二者只要得其一

就能引发外部冲击发生前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外部冲击发生后, 企业规模和冗余资源形成的压力只要

在前期绩效低或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低的情况下就能形成充分条件组合。 也就是说, 只要存在前期绩效不

佳或实际控制人控制权较低的情况, 就有可能引发外部冲击发生后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三是外部冲击

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均展示了不同组态引发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不同路径, 这说明营销战略风格转

变是内部资源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是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企业家市场信心无法

单独导致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不管企业家市场信心如何, 只有当企业家市场信心与其他条件结合时才能

导致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五是环境复杂性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外部冲击发生前三个组态和外部冲击发生

后三个组态均包含环境复杂性, 特别是外部冲击发生后的 T1 和 T2 都包含了高环境复杂性, 这说明了近

几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较为复杂的外部环境。
2. 不同点

对比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 引发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组态具有一定差异: 外部冲击发

生前,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多数是由有利内外部环境引起的转变: S1、 S2 和 S3 基于环境复杂性低、 企业规

模大、 冗余资源充足的内外部环境均为有利情境。 外部冲击发生后,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绝大多数是由不

利的内外部环境引起的转变。 T1 和 T2 基于环境复杂性高、 企业规模小、 冗余资源不足的内外部环境均为

不利情境, T3 基于环境复杂性低、 企业规模小、 冗余资源不足但实际控制权高、 企业家市场信心高的内

外部环境为相对有利情境。 总体而言, 外部冲击发生前引发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组态多数是低压环境下

的主动式转变, 而外部冲击发生后引发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组态大多数是高压环境下的被动式转变。
(四) 稳健性检验

定性比较分析中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十分必要, 本文采用调整一致性阈值的方式展开稳健性检验[7] 。
受限于篇幅, 在此仅汇报调整的分析结果。 在定性比较分析中, 原始一致性阈值的设定并非是机械性的,
可以采取提高一致性阈值的方法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48] 。 本文分别将外部冲击发生前后的一致性阈值提

高 0. 05, 发现总体解一致性提高, 同时总体解覆盖度降低。 对一致性阈值提高前后的组态结果进行比较,
发现外部冲击发生前后提高一致性阈值后的各组态均是提高一致性阈值前的各组态的子集, 由此证明了

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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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不同组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外部冲击发生前,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有三条路径; 外部冲击发生后,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也有三条路

径。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检验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由不同组态路径引发的营销战略风

格转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外部冲击发生前, 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样本作为实验组, 未实施营销战

略风格转变的剩余样本视为控制组, 并采用 PSM 方法进行反事实分析[9] 。 外部冲击发生后同样重复此步

骤。 在关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后果的研究中, 实验组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与实验组未实施营销战略风

格转变分别是可观测事实与不可观测的反事实。 在反事实框架下, PSM 不依赖于明确的模型设定假设,
而是通过为实验组构造出与之相似的控制组来缓解函数形式的错误设定, 进而提供有效的处理效应

估计。
(一) 计算企业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倾向

倾向得分匹配需要估计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不同路径的倾向得分。 运用逻辑回归 ( Logit) 模型进行预

测, 外部冲击发生前, 分别以企业 “壮志凌云” 憧憬式转变、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 “云程发轫” 坚

定式转变作为被解释变量。 借鉴以往学者[56] 的研究, 以外部冲击发生前的企业特征、 资源禀赋等属性作

为解释变量[56] , 具体包括以下变量: (1) 企业规模 (SIZE), 采用 2019 年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均值

衡量; (2) 企业年龄 (AGE), 采用企业成立年限与 2019 年的年限差额的自然对数衡量; (3) 资产负债

率 (LEV), 采用 2019 年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比值的均值衡量; (4) 所有权性质 (STA), 若 2019 年该企

业为国有控股企业, 则为 1, 否则为 0; (5) 非沉淀冗余资源 (NPR), 采用 2019 年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

的比值衡量; (6) 潜在冗余资源 (LRR), 采用 2019 年所有者权益总额与负债总额的比值衡量; (7) 企

业前期绩效 (PP), 采用 2018 年的企业资产收益率 (ROE) 来衡量; (8) 董事会规模 (BODSIZE), 用

2019 年董事会成员的总人数衡量; (9) 董事会独立性 (BODIND), 采用 2019 年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

总人数的比值衡量。 外部冲击发生后, 分别以企业是否实施 “孤注一掷” 探索式转变、 “内外交困” 突围

式转变和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作为被解释变量, 以外部冲击发生后的企业特征、 资源禀赋等属性作

为解释变量, 具体变量同理。 外部冲击发生前分别以 “壮志凌云” 憧憬式转变、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

变、 “云程发轫” 坚定式转变与外部冲击发生后分别以 “孤注一掷” 探索式转变、 “内外交困” 突围式转

变和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的回归结果

变量

外部冲击发生前 外部冲击发生后

“壮志凌云”
憧憬式转变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

“云程发轫”
坚定式转变

“孤注一掷”
探索式转变

“内外交困”
突围式转变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

企业规模 0. 801
 

2 1. 148
 

3∗∗ 1. 113
 

2 -1. 105
 

7∗∗∗ -2. 122
 

6∗∗∗ -1. 552
 

5∗∗∗

(1. 04) (2. 36) (1. 56) ( -3. 11) ( -3. 67) ( -2. 79)

企业年龄 0. 825
 

2 0. 225
 

8 -0. 154
 

9 4. 553
 

7∗∗ 2. 409
 

7 -1. 082
 

8

(0. 37) (0. 11) ( -0. 01) (2. 35) (1. 46) ( -0. 75)

资产负债率 -42. 550
 

8∗∗ -41. 530
 

2∗∗ -40. 890
 

9∗∗ -23. 071
 

4∗∗ -24. 791
 

1∗ -58. 991
 

0∗∗

( -2. 16) ( -2. 11) ( -2. 11) ( -2. 37) ( -1. 73) ( -1. 97)

非沉淀冗余资源 -0. 717
 

8 -0. 103
 

1 -1. 574
 

9 0. 186
 

9 0. 913
 

8 -2. 690
 

7

( -0. 74) ( -0. 26) ( -1. 53) (0. 18) (0. 73) ( -1. 50)

潜在冗余资源 -19. 078
 

8 -3. 575
 

6∗∗ -4. 177
 

6∗∗ -7. 460
 

7∗∗∗ -10. 661
 

1∗ -9. 593
 

3∗∗

( -1. 70) ( -2. 41) ( -2. 12) ( -3. 25) ( -1. 88) (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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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外部冲击发生前 外部冲击发生后

“壮志凌云”
憧憬式转变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

“云程发轫”
坚定式转变

“孤注一掷”
探索式转变

“内外交困”
突围式转变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

董事会规模 -0. 030
 

2 -0. 110
 

1 -0. 572
 

4∗ -1. 096
 

0∗∗ 0. 663
 

7∗∗ -0. 534
 

8

( -0. 10) ( -0. 61) ( -1. 69) ( -2. 32) (2. 36) ( -1. 11)

董事会独立性 -0. 050
 

6 0. 024
 

9 -0. 080
 

1 0. 064
 

3 0. 221
 

7∗ 0. 068
 

4

( -0. 44) (0. 38) ( -0. 78) (0. 95) (1. 95) (0. 91)

所有权性质 -0. 051
 

4 0. 842
 

1 0. 068
 

6 0. 166
 

9 -0. 517
 

7 -0. 183
 

0

(0. 04) (0. 79) (0. 49) (0. 18) ( -0. 51) ( -0. 32)

企业前期绩效 5. 870
 

8 5. 038
 

8 15. 405
 

9 -3. 101
 

8∗∗∗ -1. 483
 

1∗ 4. 521
 

7

(0. 69) (1. 18) (1. 20) ( -3. 36) ( -1. 76) (1. 23)

常数项 23. 877
 

0 -7. 734
 

1 19. 292
 

0 31. 523
 

3∗∗∗ 43. 867
 

5∗∗∗ 77. 235
 

9∗∗∗

(1. 64) ( -0. 64) (0. 71) (3. 12) (2. 89) (2. 72)

伪 R2 0. 483
 

7 0. 300
 

4 0. 511
 

9 0. 545
 

7 0. 493
 

7 0. 395
 

9

样本量 279 279 279 242 242 24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 5%、 1%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对外部冲击发生前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和外部冲击发生后营

销战略风格转变均有影响, 所有权性质对外部冲击发生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有影响。 具体分析可知: 企

业规模对外部冲击发生前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具有正向影响, 这说明, 不管有无外部冲击, 企业规模越

大, 抗风险能力和主动求变的意愿越强。 资产负债率对外部冲击发生前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具有负向影

响, 这说明, 不管有无外部冲击, 在一定区间内拥有较低资产负债率的企业, 偿债能力相对较强, 因而

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可能性更大。 所有权性质对外部冲击发生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具有负向影响,
这说明, 外部冲击发生后, 非国有控股企业更具备挑战与创新的灵活性与胆魄, 因而实施营销战略风格

转变的可能性更大。
(二) 样本匹配效果

基于外部冲击发生前不同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和外部冲击发生后不同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倾向得分,
分别展开样本匹配研究。 基于一配二原则的最近邻匹配方法, 不同类型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实验组与控

制组核密度函数在匹配前存在明显不同, 而所有控制变量的偏倚度均在匹配后得到改善, 在两组企业中

的差异检验均不再显著, 无法从上述企业特征等方面辨别出企业是否实施了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即实验

组和控制组在所有控制变量上均无明显差别, 差别只在于前者实施了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后者没有。 本

文还使用了半径匹配与核匹配的方法, 同样得到了很好的匹配效果, 受篇幅所限, 不再赘述。
(三) 不同类型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文采用当期年报的资产收益率 (ROA) 来

衡量企业绩效。 以最近邻匹配方法 (一配二原则) 展开平均效应值估计, 同时展开半径匹配 ( R = 0. 01)
与核匹配的估计结果。 表 5 展示了外部冲击发生前与外部冲击发生后不同类型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对企业后

续绩效的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 在进行最近邻匹配后, 外部冲击发生前,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使企业

绩效明显高于控制组 (ATT = 0. 026
 

1, P>0. 05)。 考虑到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基于企业前期绩效良好

这一情况, 这表明, 外部冲击发生前,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好的绩效表现, 其他类

型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对企业后续绩效的影响均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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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外部冲击发生前后不同类型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对企业后续绩效的影响分析结果

匹配类型

外部冲击发生前 外部冲击发生后

“壮志凌云”
憧憬式转变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

“云程发轫”
坚定式转变

“孤注一掷”
探索式转变

“内外交困”
突围式转变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

ATT T 值 ATT T 值 ATT T 值 ATT T 值 ATT T 值 ATT T 值

没有匹配 0. 054
 

7 0. 90 0. 064
 

4 1. 06 0. 091
 

9 1. 75∗ -0. 149
 

0 -3. 82∗∗∗ -0. 190
 

6 -4. 77∗∗∗ 0. 032
 

7 0. 42

最近邻匹配 -0. 013
 

7 -0. 38 0. 026
 

1 1. 98∗∗ -0. 014
 

6 -0. 45 -0. 106
 

2 -1. 33 0. 030
 

1 0. 37 0. 053
 

8 1. 89∗

半径匹配 0. 021
 

3 0. 47 0. 037
 

7 3. 79∗∗∗ 0. 061
 

8 1. 34 0. 001
 

8 0. 03 -0. 000
 

5 -0. 01 0. 023
 

7 0. 79

核匹配 -0. 037
 

6 -0. 97 0. 023
 

1 1. 75∗ -0. 036
 

3 -1. 20 -0. 129
 

2 -1. 37 0. 024
 

5 0. 38 0. 046
 

0 1. 13

(四) 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对比

外部冲击发生前, 营销战略风格转变不影响企业绩效或可以带来更好绩效, 如 “壮志凌云” 憧憬式

转变和 “云程发轫” 坚定式转变均不影响企业绩效;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正向影响企业绩效。 外部冲

击发生后, “孤注一掷” 探索式转变、 “内外交困” 突围式转变和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三种营销战略

风格转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不明显。 进一步分析发现, 外部冲击发生前, 因内外部处境良好且前期绩效

较好而主动做出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能够提高企业绩效, 具体表现为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正向影响企业

绩效。 外部冲击发生后, 因为处境艰难而引发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对企业绩效均没有明显影响。 由此可

见, 外部冲击发生前, 面对有利的内外部环境, 不同类型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导致的结果有好有坏; 外部冲

击发生后, 面对不利的内外部环境, 企业很难通过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取得好的结果。

六、 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聚焦于制造业企业, 采用 fsQCA 方法探讨环境复杂性、 企业规模、 实际控制人控制权、 冗余资源、
企业家市场信心和企业前期绩效六个条件对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组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外部冲击发生前, “壮志凌云” 憧憬式转变、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 “云程发轫”
坚定式转变三种组态可引发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外部冲击发生后, “孤注一掷” 探索式转变、 “内外交困”
突围式转变和 “踔厉奋发” 笃行式转变三种组态可引发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第二, 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

击发生后引发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组态存在差异。 外部冲击发生前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由有利的内外部环境引

发, 外部冲击发生后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由不利的内外部环境引发。 第三, 外部冲击发生前和外部冲击发生后

不同类型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同。 外部冲击发生前由有利内外部环境引发的营销战略风格

转变可以带来更优绩效, 如竞争小、 体量大、 权力足、 资源多、 绩效稳的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正向影响

企业绩效; 外部冲击发生后由不利内外部环境引发的三种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均无法影响企业绩效。
(二) 实践启示

第一, “居安思危” 稳中进。 由外部冲击发生前 S2 可知, 由低环境复杂性、 较大的企业规模、 较高

的实际控制人控制权、 充足的冗余资源、 良好的企业前期绩效构成的组态, 能引发营销战略风格转变

(即 “居安思危” 审慎式转变), 且这种类型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能够进一步提升企业绩效。 这就启示所

处内外部环境有利且前期绩效表现良好的企业, 要主动求变, 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第二, “孤注一掷” 要克制。 管理者应充分意识到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前提条件———稳定的市场环境

(而非动荡环境)。 外部冲击来临时, 容易让决策者特别是内外交困的决策者产生孤注一掷的冲动。 然而,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部冲击发生后不利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只要占其一, 就不适合实施营销战略风

格转变。
第三, “弯道超车” 须谨慎。 任何企业都必须正确认识环境复杂性, 切忌随波逐流、 盲目求变。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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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动态和难以预测的外部环境, 并非实施营销战略风格转变的充分条件。 “弯道超车” 首先关注的是

“弯道” 在哪里? 是否受到更多外部环境的限制。 对企业来说, 能否通过实施自主的营销战略风格转变实

现 “弯道超车” 是企业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越是在变幻莫测的外部冲击下, 企业就越应审时度势、 谨

慎前行, 以免 “弯道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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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Strategy
 

Style
 

Change
 

Antecedent
 

Groupings
 

and
 

Their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CUI

 

Bingqun,
 

MENG
 

Huiyao,
 

CHU
 

Yanqing
(Shand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Abstract:It
 

is
 

widely
 

recognized
 

in
 

Western
 

marketing
 

scholarship
 

that
 

a
 

more
 

aggressive
 

marketing
 

strategy
 

when
 

external
 

shocks
 

occur
 

is
 

important
 

for
 

firms
 

to
 

achieve
 

a
 

turnaround.
 

However,
 

there
 

is
 

no
 

unanimous
 

conclu-
sion

 

on
 

the
 

impact
 

of
 

marketing
 

strategy
 

style
 

change
 

on
 

performance
 

in
 

both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circles.
 

In
 

the
 

face
 

of
 

external
 

shocks,
 

some
 

Chinese
 

firms
 

want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by
 

changing
 

their
 

marketing
 

strategy
 

style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to
 

find
 

out
 

different
 

results
 

caused
 

by
 

different
 

marketing
 

strategy
 

styles.
Based

 

on
 

a
 

multi-perspective
 

research
 

framework
 

on
 

marketing
 

strategy,
 

this
 

paper
 

employs
 

the
 

sample
 

of
 

lis-
ted

 

Chines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by
 

using
 

the
 

fsQCA
 

method
 

and
 

PSM
 

metho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roup
 

effects
 

of
 

six
 

conditions
 

in
 

the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al,
 

and
 

managerial
 

dimensions
 

on
 

the
 

change
 

of
 

marketing
 

strategy
 

style
 

of
 

firms
 

before
 

and
 

after
 

external
 

shocks,
 

and
 

the
 

impact
 

of
 

dif-
ferent

 

groups
 

on
 

firm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fore
 

external
 

shocks,
 

three
 

types
 

of
 

groupings
 

can
 

trigger
 

a
 

change
 

in
 

marketing
 

strate-
gy

 

styles:
 

the
 

“ambitious”
 

visionary
 

change,
 

the
 

“cautious”
 

prudent
 

change,
 

and
 

the
 

“cloud
 

breading”
 

change.
 

After
 

external
 

shocks,
 

three
 

groupings
 

can
 

trigger
 

a
 

change
 

in
 

marketing
 

strategy
 

style:
 

the
 

“desperate”
 

exploratory
 

chang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breakout
 

change,
 

and
 

the
 

“vigorous”
 

determined
 

change.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different
 

groupings
 

that
 

trigger
 

high
 

strategic
 

marketing
 

style
 

shifts
 

on
 

firm
 

performance
 

varies
 

significantly
 

before
 

and
 

after
 

external
 

shocks.
 

Before
 

external
 

shocks,
 

the
 

“ cau-
tious”

 

shift
 

positively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while
 

neither
 

the
 

“ambitious”
 

shift
 

nor
 

the
 

“determined”
 

shift
 

af-
fects

 

firm
 

performance.
 

After
 

external
 

shocks,
 

the
 

three
 

types
 

of
 

shifts:
 

“ desperate”
 

exploratory
 

shift,
 

“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breakthrough
 

shift,
 

and
 

“vigorous”
 

determined
 

shift
 

do
 

not
 

improve
 

firm
 

performance.
Three

 

practical
 

insight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The
 

first
 

is
 

“think
 

of
 

danger
 

in
 

times
 

of
 

peace”
 

and
 

“ad-
vance

 

in
 

times
 

of
 

stability” .
 

In
 

a
 

stab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
 

change
 

in
 

marketing
 

strategy
 

style
 

can
 

improve
 

performance.
 

This
 

reminds
 

companies
 

with
 

favorab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good
 

perform-
ance

 

in
 

the
 

previous
 

perio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ek
 

change.
Second,

 

managers
 

should
 

not
 

be
 

impulsive.
 

Managers
 

should
 

be
 

aware
 

that
 

the
 

prerequisite
 

for
 

marketing
 

strat-
egy

 

change
 

is
 

a
 

stable
 

market
 

environment
 

(rather
 

than
 

a
 

turbulent
 

environment).
 

This
 

study
 

proves
 

that
 

after
 

ex-
ternal

 

shocks
 

(unfavorable
 

internal
 

or
 

external
 

environments),
 

it
 

is
 

not
 

suitable
 

for
 

changing
 

the
 

marketing
 

strategy
 

style.
Third,

 

caution
 

is
 

needed
 

in
 

“overtaking”.
 

Any
 

enterprise
 

must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environment,
 

and
 

not
 

blindly
 

seek
 

change.
 

In
 

the
 

face
 

of
 

external
 

shocks,
 

China,s
 

enterprises
 

should
 

not
 

copy
 

the
 

Western
 

model,
 

the
 

more
 

unpredictable
 

external
 

shocks
 

and
 

macro-policies,
 

enterprises
 

should
 

be
 

more
 

cautious
 

forward,
 

so
 

as
 

not
 

to
 

“bend
 

the
 

road
 

to
 

overturn”.
Keywords:

 

marketing
 

strategy
 

styl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irm
 

performance;
 

external
 

shocks;
 

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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